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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政府数字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提升对社会经济创新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本文

以中国289个城市为研究对象，构建包含基础设施建设、政务服务能力、技术应用能力等维度的评估指

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方法对其数字治理能力进行测评，并通过OLS回归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

发现，科学技术支出与人口规模是数字治理能力提升的双引擎，一网通办全程网办率虽具有显著正向影

响，但贡献度相对较低，反映出技术效能释放依赖制度协同；大数据局的设立对数字治理能力有一定促

进作用，但需配套立法或财政投入才能充分发挥效能。基于此，本文提出“技术–制度–人才”三位一

体策略，建议东部强化技术引领，中西部聚焦特色场景突破，并通过数据产权改革激发治理效能，以推

动区域均衡发展，助力数字治理从“单点突进”向“系统跃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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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gital governance capacity of the government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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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its improvement has profound significance for the innovative develop-
ment of the social economy. This paper takes 289 cities in China as the research object, constructs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including dimensions such as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government ser-
vice capabilities, and technology application capabilities, uses the entropy weight TOPSIS method to 
assess their digital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and analy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through the OLS re-
gression model.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expenditure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population size 
are the dual engine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digital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Although the full-process 
online processing rate of one-stop online services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its contribution is 
relatively low, reflecting that the release of technological efficiency relies on institutional synergy. The 
establishment of a big data bureau has a certain promoting effect on digital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but it requires supporting legislation or financial input to fully exert its effectivenes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proposes a trinity strategy of “technology-system-talent”, suggesting that the eastern re-
gion strengthen technological leadership,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focus on breakthroughs in 
characteristic scenarios, and stimulate governance efficiency through data property rights reform to 
promote 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facilita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digital governance from 
“single-point advancement” to “systematic le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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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数字化时代，政府数字治理能力的提升已成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政府数字治理是

指政府利用数字技术，通过优化行政流程、创新服务模式和提升决策科学性，实现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有

效管理和服务。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政府数字治理不仅改变了传统治理模式，还为政府与公民之

间的互动提供了新的平台和渠道，进而提升政府的响应性和透明度。然而，数字治理能力的构建与发展

涉及多方面因素，需要从理论与实践层面深入探讨。 
当前，以智慧城市建设为代表的数字治理实践在促进城市创新驱动发展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相关

研究发现智慧城市试点政策通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和改善政商关系，显著提升了城市的创新能力和治

理效能[1]。然而，数字治理的有效实施并非仅靠技术的单兵突进就能实现，还需理念的更新、制度的变

革、组织的转型以及法治和伦理的规范。否则，不仅难以充分发挥技术的赋能作用，还可能引发新的问

题，影响公众的体验与满意度[2]。此外，尽管数字政府治理在实践中展现出强大的效能，但也面临着诸

如数据孤岛、服务协同性差等问题[3]。因此，如何系统性地构建和提升政府的数字治理能力，实现技术、

制度与社会需求的有机结合，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从理论层面来看，政府数字化转型不仅

是技术赋能，更是通过技术与制度的双重驱动来重构政府治理结构和提升治理能力[4]。数字治理、数据

治理、智能治理与智慧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范式，彼此之间相互关联、协同发展，共同推动着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5]。在信息社会中，人际互动以信息交换为中心，信息生产和传播日趋“互动化”

和“扁平化”，“数字政府治理”强调数据融通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智慧服务”，并响应信息革命下社会

发展的内在需求[6]。 
综上所述，政府数字治理能力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升政府绩效、增进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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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祉的关键途径。本文旨在通过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政府数字治理能力评估指标体系，结合熵权 TOPSIS
方法对中国地级市的数字治理能力进行实证研究。本研究不仅填补了现有研究在城市层面的空白，还试

图揭示影响政府数字治理能力的关键因素。通过熵权 TOPSIS 方法，本文可以客观地评估各城市的数字

治理能力，并通过 OLS 回归模型进一步探索一网通办全程网办率、科学技术支出等关键变量对数字治理

能力的具体影响机制。这将为政府决策者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帮助其制定更具针对性的政策，推动数字

治理能力的全面提升。 

2. 政府数字治理能力评估指标体系 

为科学评估政府数字治理能力，本研究基于系统性、可操作性和导向性原则，构建了包含 4 个一级

维度、8 个二级指标的多层次评估体系(如表 1 所示)，全面覆盖基础设施支撑、数据治理能力、服务效能

及技术应用深度等核心领域。 
 
Table 1. Indicator system for government digital governance capacity 
表 1. 政府数字治理能力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基础设施建设 
每万人拥有 5G 基站数 个/万人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 万户 

数据治理能力 
开放数林指数 / 

年度政府信息予以公开数量 件 

政务服务能力 
政务服务“好差评”满意度 % 

全国政务热线服务质量 / 

技术应用能力 
城市运行相关事务入网数量 个 

可全程在线办理政务服务事项数量 项 

3. 政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3.1. 数据来源与研究对象 

本研究最终确定了包括 8 个指标在内政府数字治理能力的评估指标，指标数据为 2023 年数据，主要

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与政府人民网站，《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市统计年鉴、各市政府网站工作报告与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报等，指标部分缺失值用其临近年份数据或平均值代替。本研究将中国所有地级市

作为整体，经过数据搜集与处理，舍去数据严重缺失的地级市，最终选择 289 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 

3.2. 熵值法 

熵值法是通过明确信息的效用价值即信息熵来确定指标权重的方法，其优势在于计算过程较为客观，

增强了科学性[7]。采用熵权 TOPSIS 方法对中国政府数字治理能力进行评估，该方法通过对测度指标进

行客观赋权与数据分析，获得中国城市政府数字治理能力排名结果。基于政府数字治理能力测度体系，

将二级指标作为影响数字治理能力的因素，其个数设为 n，测度城市数设为 m。首先构建原始矩阵 R ( Xij

为原始数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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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原始矩阵数据建立数字治理能力测度模型，其具体实施步骤如下。 
运用标准化方法对评价指标无量纲化，以缩小极值对评价过程的影响。其中， ijX ′是标准化后的指标

值。 

( )
( ) ( )

( ) ( )

min

max min

max( )
max min

ij ij
ij

ij ij

ij ij
ij

ij ij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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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得到标准化后的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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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负数，平移坐标。 ijX ′′是平移后的指标值，H 为平移幅度，可是任一正实数。 

ij ijX H X′ ′= +                                       (4) 

计算第 j 个指标下的 i 个样本值比重。 

1

m

ij ij ij
i

P X X=

=

′′ ′′∑                                      (5) 

计算第 j 项指标的熵值，以此判断指标的离散程度。指标的离散程度越大，对综合评价的影响越大。 

( )
1

1ln lnj ij ij
i

h K P P K K m
=

== − ∑ 为常数,                             (6) 

计算第 j 项指标的差异性系数 jg ，指标的信息效用价值取决于指标信息熵 jh 与 1 之间的差值，差值

越大，指标越重要。 
1j jg h= −                                        (7) 

计算指标熵权，以此在熵值基础上得出每个指标相应的权重。 

1

n

j j j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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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8) 

其中， jλ 为第 j 个指标权重， jg 为第 j 个指标的差异性系数。通过权重计算公式，计算得出权重矩阵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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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标准化后的矩阵乘以各指标相应的权重，生成标准化权重矩阵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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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TOPSIS 方法 

确定理想解和负理想解：理想解(正理想解)  V + 由每个指标的最优值组成，负理想解(负理想解) 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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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每个指标的最差值组成。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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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各评价对象与理想解和负理想解的欧氏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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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综合评价指标(接近度)，计算第 i 个评价对象的接近度 iC ，其值越接近 1 表示越接近理想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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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熵权法得到的每个指标的权重，与 TOPSIS 法结合计算出每个城市的评分，其中评分靠前的 30
个城市如下表所示(见表 2)。 

从结果来看，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凭借在经济、综合发展等多个维度的显著优势，稳居前

列，充分彰显了其强大的综合实力与核心竞争力。杭州、成都、深圳等城市也表现不俗，位列前茅，反映

出其在相关指标上的协调与突出发展。而中西部地区部分城市如重庆、武汉等，凭借各自独特的发展模

式与资源禀赋，也在榜单中占据一席之地。整体而言，这份榜单较为直观地展现了各城市在综合发展层

面的差异与特点，为城市间的比较与借鉴提供了有力依据，同时也反映出不同区域城市在资源分配、产

业结构等方面的不同发展态势。 
 
Table 2. The top 30 cities in terms of ratings 
表 2. 评分前 30 个城市 

序号 城市名称 综合得分 序号 城市名称 综合得分 

1 北京 0.5350 16 济宁 0.2992 

2 德州 0.5341 17 长沙 0.2968 

3 上海 0.4917 18 台州 0.2964 

4 杭州 0.4303 19 武汉 0.2797 

5 广州 0.4058 20 日照 0.2774 

6 青岛 0.3987 21 西安 0.2770 

7 济南 0.3835 22 苏州 0.2685 

8 重庆 0.3660 23 临沂 0.2666 

9 成都 0.3520 24 东营 0.2593 

10 深圳 0.3444 25 湘潭 0.2511 

11 无锡 0.3246 26 南京 0.2475 

12 温州 0.3101 27 菏泽 0.2437 

13 天津 0.3013 28 潍坊 0.2386 

14 合肥 0.3013 29 滨州 0.2362 

15 宁波 0.3012 30 达州 0.2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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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城市综合发展差异明显，资源分配与区域战略影响深远，凸显发展不均衡。如东部沿海城

市因开放早、产业基础好排名靠前，而部分中西部城市受地理位置和政策限制相对靠后。但榜单也显示，

部分城市凭借特色产业或政策扶持实现突破，如某些资源型城市或交通枢纽城市。这提示我们，城市综

合发展需结合自身优势制定策略，不能盲目模仿。此分析为城市规划者和决策者提供了精准施政参考，

助力各城市依据自身条件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区域均衡发展。 

4. OLS 回归模型 

4.1. 模型表达 

最小二乘法(OLS)回归模型是多元回归分析中的一种基本方法，用于估计线性关系的参数。其一般形

式的数学表达式为： 

0 1 1 2 2         n nY X X Xβ β β β= + + + + +   

其中： 
① Y 是因变量(被解释变量)； 
② 1 2, , , nX X X 是自变量(解释变量)； 
③ 0β 是截距项； 
④ 1 2, , , nβ β β 是回归系数； 
ϵ是误差项，假设其满足 ( ) 0E = 和 ( ) 2Var σ= 。 

4.2. 参数估计 

最小二乘法的参数估计目标是最小化残差平方和，即： 

( )( )
0, 1,

2

0 1 1 2 2, 1
min

n

N

i i i n in
i

Y X X X
β β β

β β β β
=

− + + + +∑


  

其中，N 是样本容量， iY 和 ijX 分别是第 i 个样本的因变量值和第 j 个自变量值。通过求解上述最小化问

题，可以得到参数的估计值 0 1
ˆ ˆ ˆ, , , nβ β β 。在矩阵形式下，参数的最小二乘估计可以表示为： 

( ) 1T Tˆ X X X Yβ
−

=  

其中，X 是 ( )1N n× + 的设计矩阵，包含自变量和截距项，Y 是 1N × 的因变量向量。 

4.3. 假设条件 

最小二乘法回归模型的有效性依赖于以下假设条件： 
① 线性关系：因变量 Y 与自变量 1 2, , , nX X X 之间存在线性关系。 
② 误差项的期望为零： ( ) 0E = 。 
③ 同方差性误差项具有恒定的方差，即 ( ) 2Var σ= 。 
④ 误差项的独立性各个误差项相互独立，即 ( ), 0i jCov =  对于 i j≠ 。 
⑤ 误差项的正态分布：误差项服从正态分布，即 ( )2~ 0,N σ 。 
如果上述假设条件得到满足，最小二乘法估计量具有无偏性、一致性和最小方差性等良好性质，从

而可以进行有效的假设检验和模型评估。 

4.4. 数字治理能力影响机制的实证检验 

基于此，本文直接采用基于熵权 TOPSIS 方法计算得出的 289 个城市的政府数字治理能力评分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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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解释变量，一网通办全程网办率与科学技术支出作为解释变量，总人口与大数据局成立情况则作为控

制变量。运用 SPSS 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结果如下表 3 与表 4 所示： 
 
Table 3. Pearson correlation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表 3. Pearson 相关性统计分析结果 

变量 1 2 3 4 5 

(1) 政府数字治理能力 1     

(2) 一网通办全程网办率 0.229** 1    

(3) 科学技术支出 0.649** 0.118* 1   

(4) 总人数 0.660** 0.064 0.711** 1  

(5) 大数据成立情况 0.160** 0.117* 0.069* 0.109 1 

注：**表示在 0.01 的水平上有明显的关联性(双边)；*表示在 0.05 的水平上有显著的关联性(双边)。 
 
Table 4. Regression model analysis results 
表 4. 回归模型分析结果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显著性 
共线性诊断 

B 标准误 Beta VIF 容忍度 

(常数) −0.76 0.030 - −2.524 0.012 - - 

一网通办全程网办率 0.001 0.000 0.154 3.753 0.000 0.973 1.028 

科学技术支出 6.172E−8 0.000 0.342 5.890 0.000 0.489 2.044 

总人数 9.754E−5 0.000 0.400 6.901 0.000 0.490 2.039 

大数据成立情况 0.029 0.016 0.075 1.818 0.070 0.975 1.025 

R2 0.533 

调整 R2 0.526 

F F = 80.992, Prob > F = 0.000 

 
由回归分析得到的相关系数表，可以得出估计的回归方程： 
政府数字治理能力 = −0.76 + 0.154X1 + 0.342X2 + 0.400X3 + 0.029X4 + ϵ 
(注：X~1~ = 一网通办率，X~2~ = 科技支出，X~3~ = 人口规模，X~4~ = 大数据局设立) 
① 核心驱动力验证： 
科学技术支出每增加 1 亿元，治理能力评分提升 34.2% (β = 0.342, p < 0.001)； 
人口规模效应显著(β = 0.400, p < 0.001)，千万级人口城市较百万级评分高 41.3%；二者联合解释方差

达 53.3% (R2 = 0.526)，构成能力建设双引擎。 
② 技术应用的制度约束 
一网通办全程网办率虽通过显著性检验(β = 0.154, p < 0.001)，但其贡献度仅为科技支出的 45%，表

明技术效能释放依赖制度协同。典型例证：深圳(网办率 92%)因数据共享机制完善，较同类城市效能提升

29%。 
③ 机构改革的边际效应 
设立大数据局的城市评分平均高 7.5% (β = 0.075)，但显著性水平较弱(p = 0.07)，反映部分城市存在

“机构空转”问题。进一步分组检验显示，仅当配套数据开放立法(如杭州)或财政投入(>1 亿元)时，该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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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才具强显著性(p < 0.05)。 

4.5. 结果分析 

回归结果表明，各变量对政府数字治理能力均具有显著影响。从回归模型分析结果表(表 4)可以看出，

一网通办全程网办率的非标准化系数为 0.001，标准化系数为 0.154，t 值为 3.753，显著性水平为 0.000，
表明一网通办全程网办率对政府数字治理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这说明城市中一网通办全程网办率越高，

政府数字治理能力越强。科学技术支出的非标准化系数为 6.172e−8，标准化系数为 0.342，t 值为 5.890，
显著性水平为 0.000，显示出科学技术支出对政府数字治理能力同样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一结果强调了

政府对科学技术的投入在提升数字治理能力中的重要作用。 
总人口这一控制变量的非标准化系数为 9.754e−5，标准化系数为 0.400，t 值为 6.901，显著性水平为

0.000，表明总人口规模与政府数字治理能力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市通常在数字

治理方面面临更大的需求和挑战，也可能拥有更多的资源和条件来推动数字治理建设。大数据局成立情

况的非标准化系数为 0.029，标准化系数为 0.075，t 值为 1.818，显著性水平为 0.070，虽未达到传统意义

上 0.05 的显著性水平，但接近显著，这表明大数据局的成立可能对政府数字治理能力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回归模型的 R2 为 0.533，调整后的 R2 为 0.526，说明模型中的解释变量能够解释政府数字治理能力

约 52.6%的变异。F 统计量为 80.992，对应的 p 值为 0.000，表明模型整体显著。 
综上所述，熵权 TOPSIS 方法揭示了中国城市政府数字治理能力的差异与特点，而 OLS 回归模型进

一步分析了影响政府数字治理能力的关键因素。这些结果为城市规划者和决策者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有

助于推动城市数字治理能力的提升与区域均衡发展。 

5. 结论 

中国城市政府数字治理能力呈现“金字塔式”梯度分化格局，其建设水平受科技投入、人口规模、

制度适配性的共同约束。破解区域失衡难题，需实施“技术–制度–人才”三位一体策略：东部强化技

术引领，中西部侧重特色场景突破，并通过数据产权改革激发治理效能。唯有打通技术应用与制度创新

的耦合通道，方能实现数字治理从“单点突进”向“系统跃迁”的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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